
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

　 　 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该问题在文化领域集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
争”。冯契的“智慧说”是在哲学层面上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创造性成果。在“智慧说”体系中，“中国向何处

去”不仅构成了哲学思考的背景，而且它本身就是具有哲学内涵的问题。冯契建构的“智慧说”，既是中国哲学

的当代发展形态，也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冯契“有根”的价值论，不仅回答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经济问题，而且

以独特的哲学体系，参与了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冯契从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到后来的哲学书写，特别是晚年的

体系建构，体现了其对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和自由人格的追求；就思想脉络和学术传统看，冯契与其师金岳霖

之间是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关系。在总结“古今中西之争”的基础上会通和融入世界哲学，是冯契对中国现代哲

学发展的期望，相应地，在近二十年来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对冯契思想的研究也应该进一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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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

———“智慧说”及其意义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从中国哲学的演化看，每一时代的哲学家总是以已往的哲学系统为前提和背景，并进而通过自己的
创造性思考而形成新的哲学观念。相对于已有的、历史中的形态而言，这种新的观念系统首先具有哲学

的意义。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既是一种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

又展开为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既成性，后者则赋予中国哲

学以生成性。中国哲学的既成性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中国哲学的生成性则表明它本身是一

个开放的、不断延伸和延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当代并没有终结。作为创造性的哲学系统，冯契先生的

“智慧说”便可视为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发展形态，这种哲学的形态，同时呈现了内在的世界意义。

不同的哲学传统蕴含不同的哲学进路和趋向，这是历史的实然。在哲学进路分化的格局下，治哲学

者往往不是归于这一路向就是限于那一路向，不是认同这一流派，就是执着那一流派，由此形成相互分

离的哲学支脉，在近代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的形而上学、分析哲学、现象学之中，便不难看到这种哲学

趋向。与之相异，冯契先生的“智慧说”更多地表现出兼容不同哲学进路的视域。通过对不同哲学进路

的范围进退，以彼此沟通、融合的眼光去理解被分离的哲学问题，“智慧说”在努力克服当今哲学研究中

各种偏向的同时，也在哲学层面展现了其世界性的意义。

进而言之，冯契在扬弃不同的哲学进路、展现世界哲学的眼光的同时，又通过创造性的思考建构了具

有世界意义的哲学系统。也就是说，他不仅从方式上扬弃不同的偏向，而且在建设性的层面，提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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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系统。后者具体体现于其晚年的“智慧说”之中。２０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认
为在中西思想相遇后，不能再执着于中西之分。从近代哲学思想的演化看，冯契进一步将“学无中西”的观

念与世界哲学的构想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自身具体的哲学思考，努力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系统。后者既

以理论的形式实际地参与了“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也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形态融入世界哲学之中。

就哲学思考的目标而言，冯契所指向的是“智慧”的探索。这一哲学追求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回答

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考察 １９世纪以来的哲学的演进。
１９世纪至 ２０世纪，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先后成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尽管二者表现形式不同，但都呈现

出某种将哲学技术化、知识化的倾向。实证主义首先关注经验以及逻辑，并以类似科学的把握方式为哲学

的正途；分析哲学则把语言作为唯一的对象，以对语言的技术化分析取代以真实的存在为指向的智慧追

问。借用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表述，智慧的探索以“道”的追问为指向，以上趋向则执着于知识性的进路，以

“技”的追寻拒斥“道”的追问。这种由“道”而“技”的进路，在实质的层面蕴含着智慧的遗忘。

与智慧的遗忘相辅相成的，是智慧的思辨化、抽象化趋向。从 ２０世纪以来的哲学看，现象学在这方
面呈现比较典型的意义。相对于分析哲学，现象学不限于对经验和语言的关注，从胡塞尔追求作为严格

科学的哲学，到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都体现了以不同于知识的方式理解存在的要求，其中同时也蕴

含了智慧的追问。然而，另一方面，以“纯粹自我”、“纯粹意识”为哲学大厦的基础（胡塞尔），专注于

“烦”、“畏”等“此在”的感受（海德格尔），又明显地表现出思辨构造或抽象化的趋向。

相对于当代哲学中智慧的遗忘这一偏向，冯契的思考表现出不同的哲学走向。他不仅在哲学旨趣

上与当时方兴未艾的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哲学保持了某种距离，而且通过数十年的智慧沉思，形成了

以《智慧说三篇》为主要内容的智慧学说，从而以实际的哲学建构克服了对智慧的遗忘。

在超越智慧遗忘的同时，冯契对智慧的抽象化趋向同样给予了自觉的回应。上承马克思的哲学，冯契

把实践的观念引入哲学的建构，并将自己的“智慧说”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在这样的视野之中，智慧所探寻

的不再是抽象的对象，而是现实的存在。所谓现实的存在，也就是进入人的知行过程、与人的知行活动无

法相分离的具体实在。智慧说的主干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这里的“世界”区别于本然的、玄虚的对象

而展现为真实的存在，“自己”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此在，而是表现为现实的个体。质言之，作为智慧追寻

对象的存在，无论是世界，抑或自我，都是具有现实性品格的真实存在，这一视域中的存在既不同于本然之

物，也有别于现象学意义上的超验对象。就以上方面而言，“智慧说”同时表现为对智慧抽象化的超越与扬弃。

可以看到，冯契一方面以智慧的追寻、智慧学说的理论建构克服了智慧的遗忘；另一方面又把智慧

的探求放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由此扬弃了智慧的思辨化、抽象化趋向。冯契对当代哲学中智慧遗忘与智

慧抽象化的双重扬弃，内在地呈现了世界哲学的意义。

在冯契那里，作为智慧追寻结晶的“智慧说”，同时又体现于广义认识论之中，广义认识论可以看成

是其“智慧说”的具体化。在冯契看来，认识论需要讨论四个问题。其中，前两个问题属一般认识论或

狭义认识论讨论的对象，后两个问题则不限于一般所理解的认识论，而涉及形上智慧与自由人格（理想

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对认识论的如上理解与通常对认识论的看法不同。如果我们把通常形态的认

识论看作狭义认识论，那么，包含形上智慧与自由人格（理想人格）如何培养问题的认识论，则可理解为

广义认识论。从哲学演进的层面看，冯契对认识论的这种广义理解，包含多方面的意蕴。

在广义形态下，形上智慧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是如何理解存在的原理，在此意义上，广义认识论同时

需要考察和讨论本体论的问题。进一步看，在广义认识论中，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彼此相通：自由人格

（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便涉及人对自身的认识和自身人格的培养，后者用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表

述，也就是成就自己。成己（成就自己）的前提是认识人自身：如果说，对具体对象及形上智慧的把握涉

及认识世界的问题，那么，自由人格的培养便更多地和认识人自身相联系。在冯契看来，广义的认识论

即表现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统一。具体而言，认识过程不仅仅面向对象，而且也是人自身从自在走

向自为的过程。所谓从自在到自为，也就是人从本然意义上的存在，通过知行过程的展开，逐渐走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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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由人格的存在。成就自己（理想人格的培养）同时涉及价值论的问题：人格的培养本身在广义上关乎

价值领域，理想、自由等问题也都是价值领域讨论的对象。在这一意义上，认识论问题又与价值论问题相

联系。如果说把形上智慧引入认识论中，意味着肯定认识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的联系，那么，认识世界和

认识自己的沟通以及由此引入“成己”的问题，则进一步把认识论问题和价值论问题联系在一起。

把认识论的问题和本体论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一进路包含多方面的涵义。从认识论角度看，它不同

于对知识的狭义考察；从本体论角度看，它又有别于思辨意义上的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导

趋向在于离开人自身的知、行过程去考察存在，由此往往导致对世界的思辨构造：或者把存在还原为某

种终极的存在形态，诸如“气”、“原子”等等，或者追溯终极意义上的观念或概念，由此建构抽象的世界

图景。与完全离开人自身的存在去思辨地构造存在模式的这种传统形而上学不同，冯契对本体论问题

的考察始终基于人自身的知行过程。

以上主要着眼于关联认识过程的本体论。从认识论本身看，广义认识论又不同于疏离于本体论的

知识论，而是以本体论为其根据。自分析哲学兴起以来，当代哲学对认识论的考察，往往主要以抽象形

态的知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为进路，冯契则不主张仅仅把认识论（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归为知识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知识论的进路每每回避了对世界本身的把握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回避背后常常
隐含着消解客观性原则的趋向，后者较为明显地呈现于当代认识论的传统，从所谓观察渗透理论，到拒

斥真理的符合论，都不难看到这一点。观察渗透理论本身无疑不无合理之处：它注意到观察过程中并不

仅仅包含感性活动，其中也渗入了内在的理论视域。然而，在当代的知识论中，观察渗透理论着重突出

的是人的主观背景对认识过程的作用，包括认识者所具有的观念框架对其进一步展开认识活动的影响，

这种作用和影响主要突显了认识过程中的主观之维。在真理问题上，当代知识论往往趋向于否定和批

评符合论。符合论根据认识内容和认识对象是否符合，判断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这种理论本身的意

义以及可能存在的内在问题，无疑都可以讨论。但肯定认识和对象的符合，同时隐含对认识过程客观性

的追求，拒绝这一追求，则意味着对客观性的疏离。

在另一些哲学家如哈贝马斯那里，主体间关系往往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哈贝马斯注重共同体中

不同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强调通过以上过程达到某种共识，其所关注的主要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涉

及不同主体之间的讨论和对话，后者在认识过程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冯契也非常注重这一

方面，他把群己之辩引入认识过程中，所侧重的便是不同主体间的交流、讨论对认识过程的意义。但是，

冯契同时又肯定不能以主体间性拒斥客观性。从逻辑上看，仅仅关注主体间性，认识每每容易限定在主

体之间，难以真正达到对象。在疏远、忽略客观性方面，单纯强调主体间性与前面提到的仅仅注重主体

性，显然有其相通之处。

可以看到，近代以来，哲学演化的趋向之一是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彼此相分，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客

观性原则”的拒斥。与这种哲学趋向相对，在“广义认识论”的主题之下，冯契强调：“认识论和本体论两

者互为前提，认识论应该以本体论为出发点、为依据。”这一观点明确肯定了认识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

的联系。按冯契的理解，认识论不能像分析哲学中的一些知识论进路那样，仅仅封闭在知识领域中，关

注于知识形态的逻辑分析，而不问知识之外的对象。在此，冯契的侧重之点在于将知识论和本体论的问

题联系在一起，并由此重新确认认识的客观性原则。从肯定“所与是客观的呈现”，到强调认识过程乃

是“以得自现实之道来还治现实之身”，认识的客观性之维在不同层面得到了关注。宽泛而言，认识过

程就在于通过知行活动作用于现实，由此把握关于现实本身的不同规定，形成合乎事与理的认识，然后

进一步以此引导新的认识过程。在这里，客观性首先体现在认识的过程有现实的根据，引而申之，概念、

命题、理论作为构成知识形态的基本构架，也有其本源意义上的现实的根据，而非思辨的构造。

通过确认认识论的本体论基础，肯定认识过程中主体性、主体间性和客观性不可相分，冯契的广义

认识论既扬弃了近代以来认识论隔绝于本体论、能知疏离于所知等立场，也超越了仅仅强调认识领域的

主体性、主体间性而排拒客观性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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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看，就其联系人的知行过程考察存在而言，广义认识论可以视为基于认识论的本体论；就

其以本体论为认识论的出发点而言，广义认识论又表现为基于本体论的认识论。进一步看，在广义认识

论中，对自由人格（理想人格）的把握，同时展现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看作是事实认

知与价值评价相互统一的展开。在这里，广义认识论之“广”，即展现为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的统一，

后者既是“智慧说”的具体化，也是对近代以来认识论趋向于狭义知识论的回应。

作为“智慧说”的体现，广义认识论的特点在于其中包含形上智慧的探索和追寻。形上智慧本身既

涉及是否可能的问题，也关乎“如何可能”，二者构成了转识成智的相关问题。冯契首先提出理性直觉

和辩证综合，以此沟通了转识成智过程中的理性与非理性、逻辑分析和辩证思维。

进一步看，形上智慧如何可能的问题，同时又与智慧的实践向度联系在一起。智慧的实践向度首先

体现于冯契所提出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两个著名观念。理论既得之现实，又还治现实，

所谓“化理论为方法”，主要与人作用于对象的过程相联系：广义上的方法既关乎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

也涉及对事物的作用，二者都离不开实践过程。“化理论为德性”，则体现于人自身的成长过程，其形式

表现为以理论引导实践过程，由此成就人的德性。以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表述，以上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

成己与成物。形上智慧来自实践过程又进一步运用于实践过程；通过“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

形上智慧既落实于现实，又不断获得新的内容，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丰富。

正是基于“转识成智”的实践之维，冯契在肯定理性直觉、辩证综合的同时，又提出了德性自证。德

性自证侧重于在实践过程中成就自我，它既涉及凝道而成德，也关乎显性以弘道。如果说，理性直觉、辩

证综合较为直接地与智慧的理论意义相涉，那么，德性自证则更多地突显了智慧的实践意义。在变革世

界的过程中成就自我，同时从实践的层面为“转识成智”提供了现实的担保。

对“转识成智”的如上理解展现了走向形上智慧的多重方面。在理性和非理性的沟通、过程和飞跃

的统一中，交错着逻辑分析和辩证综合之间的互动，德性自证则进一步使智慧的实践意义得到彰显。通

过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以实现转识成智，不仅是主体走向智慧的过程，而且也是智慧现实化的

过程。在此意义上，冯契的以上看法既体现了对形上智慧如何可能的具体思考，也从更深的层面上展现

了对智慧遗忘与智慧思辨化的超越。

智慧的探索始终关联着意识、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在 ２０世纪哲学中，分析哲学关注于语言的问题，
但同时又表现出限定于语言之域的倾向；现象学则对意识作了更多的考察，但又表现出意识的思辨化、

先验化的倾向。以智慧的追寻为进路，冯契对语言、意识作了多方面的考察，这种考察既源于中国传统

哲学中的言、意、道之辩，又参与了当代哲学关于语言、意识、存在关系的讨论。通过区分语言意义与语

言的意蕴、重建语言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冯契从不同方面对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作出了理论回应；通

过精神本体的魅、以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和成己与成物为精神及其活动的实质指向，冯契则展现了心

物之辩的当代视域。名实、心物问题上的这种论辩既具体地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也从更

内在的层面展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回归智慧的哲学趋向。

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向何处去？”


———理解冯契哲学思想的一个视角

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契先生担任华东师大政教系主任的时候，学校中北校区的地理馆的 ３３３教室，是政教系的最重要

５

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

 本文系作者在纪念冯契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的主旨发言稿。


